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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赞许反应: 社会个人互动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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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处理社会赞许反应的文化差异时, 常用的两种方法为实验控制和统计控制。我们在本文中提出

另一个观点。通过回顾近期的相关文献, 我们指出: 社会赞许反应的文化差异, 反映在不同社会环境中, 人

们在相应的文化要求下, 以不同的自我呈现方式来加强他们追求个人目标的动力。这种社会、文化与个人的

对话历程乃研究文化—心理关系的核心课题。用实验或统计方法将因这个历程产生的变量从跨文化数据中

剔除后, 所得的结果便只有微薄的文化意义了。因此, 我们反对将社会赞许反应的文化差异视为跨文化研究

的噪音。相反地, 我们认为跨文化研究者应认真地分析社会赞许反应的社会文化意义, 以社会赞许反应作为

一个窗口, 管窥社会、文化与行为相生相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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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社会、文化与行为相生相成: 它们互相转化 , 
互相促进, 互相作用, 互相影响。因此, 要了解人

们的思想与行为, 不得不探讨社会和文化对思想与

行为的影响; 要掌握社会和文化演化的路径, 不得

不了解人们如何塑造、摸索、认识、传播和改造他

们身处的社会和文化。由是之故, 社会、文化与思

行间的关系, 成为了社会心理学的重点课题。为了

穷究社会、文化与行为间的关系, 社会心理学界的

鸿儒们上下求索, 为揣摩社会、文化与行为的共衍

开辟了跨文化心理学这条进路, 成为社会心理学一

大旁支。 
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旨趣在通过比较人们在

不同文化氛围中, 其思想行为的同异, 藉此评定文

化的心理影响。当某种行为呈现颇大的文化差异, 
便说明那种行为的文化特殊性; 当某种行为只存在

微弱的文化差异, 便说明那种行为的文化普遍性。 
要作有意义的跨文化比较, 必先要确定采用的

测量工具在不同文化中, 具有等同的概念与计量特

性。如果采用的测量工具在甲文化测量概念 A, 在

乙文化测量概念 B, 利用这工具作跨文化比较, 所

得的结果便无效了。同样, 如果采用的测量工具在

甲文化和乙文化中具不同的计量特性, 研究者也不

能直接比较甲文化和乙文化在测量工具上的得分

(Chen, 2008)。由于梁觉在本刊中已详述跨文化研

究的方法问题, 本文便不在此着墨了。 
在本文中, 我们提出在跨文化研究方法上的另

一种考虑: 当不同文化的被试, 在回答问题时, 出

现不同的作答行为时, 研究者应如何理解这问题？

以社会赞许反应(socially desirable responding)为例, 
在 2005 年, AC Nielsen 访问了来自 38 个国家的

21,000 人对食物营养的了解。研究发现: 美国人在

评价自己对食物营养的了解时在各国中得分最高。

可是当被问到一些基本食物营养知识时, 美国人的

得分却比很多别的国家低。例如, 只有 58%的美国

被访者知道饱和与非饱和脂肪间的分别; 在巴西、

墨西哥、智利等国, 却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被访者知

道这个分别。这结果说明美国被访者在回答问题时, 
比 南 美 被 访 者 有 较 强 的 自 欺 自 擂 (self-deceptive 
enhancement)倾向。可是, 中国被访者也有作出不

尽不实的回答的倾向。AC Nielsen (2005b) 在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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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调查中, 访问了 3000 名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居

民。当问及到药店买保健药品时, 会否考虑医生给

他们的意见, 85%的被访者表示过去到药店买保健

药品时, 他们最重视医生给他们的意见。可是, 这

些被访者当中, 只有三分之二的人曾在过去 1 年到

药店购买过保健药品。这些被访者可能在从事印象

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 为了给访问员一个

重视健康, 听医生话的良好印象, 作出不尽不实的

回答。 
当来自不同文化的被试作出不同的社会赞许

反应时, 跨文化研究者应如何处理这问题呢？若从

跨文化研究的进路思考这问题, 不同文化的被试作

出 不 同 的 社 会 赞 许 反 应 , 会 造 成 测 量 不 等 同

(measurement non-equivalence)的危机, 祸及文化比

较的效度。因此, 社会赞许反应被视为一种扰乱视

听的噪音(noise), 需要采用实验设计和统计方法把

它隔离和剔除。 
我们在本文中指出: 跨文化研究者既不能、也

不应采用实验设计和统计方法来控制社会赞许反

应。我们会以中美社会赞许反应的差异为例, 说明

实验设计和统计方法为什么不能有效地处理社会

赞许反应的文化差异。首先, 因为美国的社会和文

化长期包容甚至鼓励个人肯定和表达自己的长处, 
对于美国被试, 自欺自擂已成为了一种不易受实验

操纵影响的自动作答惯势(automatic response set)。
因此, 要借采用实验设计隔绝社会赞许反应对美国

被试回答的影响, 并不容易。更重要的是: 社会赞

许反应的文化差异, 反映出在不同文化中, 社会调

节 (social control)和人们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 
个人自利动机的基本模式。因此, 文化与社会赞许

反应间的关系, 应是跨文化心理学的核心问题。为

了保障测量等同, 勉强采用统计方法将社会赞许反

应的文化差异隔离剔除, 其实是舍本逐末的做法。 
在以下数节中, 我们会先描述中美被试在社会

赞许反应上的差异和中美在社会控制和自我调节

的主导模式。跟着, 我们会阐述中美被试在社会赞

许反应上的差异如何反映中美在社会控制和自我

调节差异的主导模式。最后, 我们会讨论采用实验

设计和统计方法来控制社会赞许反应的困难。 

2  中美文化在社会赞许反应上的差异 

社会赞许反应是指被试在回答问题时, 夸耀自

己的某些个人或社会特质, 例如夸耀自己的能力才

干、标榜个人奉公守礼的美德。社会赞许反应可以

是刻意造成的, 例如有些被试为了给研究者留下良

好的印象, 刻意地强调自己的某些优点。社会赞许

反应也可以是不自觉的反应, 例如有些被试缺乏自

知之明, 真的觉得自己有过人之处, 便在作答时不

经意地夸大了自己的长处。为了给人留下良好的印

象而刻意强调自己的优点, 称为印象管理。因缺乏

自知之明而不经意地夸大了自己的长处, 称为自欺

自擂。两种社会赞许反应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中, 都

可以清楚地分辨出来(Paulhus, 1984)。 
对文化与社会赞许反应间的关系, 前人已作了

不少理论探索(杨中芳, 赵志裕, 1998; Chiu & Yang, 
1997)。系统的实征研究 , 在近期有了较快速的发

展。这些研究发现: 人们越重视集体主义(认为完成

集体目标比追求个人目标重要), 便越多从事印象

管理; 同时 , 人们越重视个人主义(认为追求个人

目标比完成集体目标重要), 便越多从事自欺自擂。

由于集体主义在东亚社会较普遍, 而个人主义在北

美社会较流行, 因此, 与北美社群相比, 东亚社群

(包括中国社群)有较普遍的印象管理趋向, 和较弱

的自欺自擂趋向(Lalwani, Shavitt, & Johnson, 2006; 
Lalwani, Shrum, & Chiu, 2009)。要了解这文化差异

的成因, 必须先了解在不同社会环境中, 社会控制

和自我调节的主导模式。因此, 在下一节中, 我们

以中美为例, 说明社会、文化与自我表现间的关系。 

3  中美文化在社会控制和自我调节
的主导模式 
在 本 文 中 , 我 们 视 文 化 为 一 假 设 性 构 念

(hypothetical construct), 它所指的是世代相传的知

识传统(Chiu & Hong, 2006, 2007)。当一代人将一个

知识传统的内容传到下一代时, 某些内容会因为不

合时宜而被淘汰。在遇到急剧的社会变迁和频繁的

文化接触时, 即使在同一年代中, 知识传统的内容

也会出现新陈代谢和明显的蜕变。文化传统的蜕变, 
说明人们并非只被动地接受文化的影响; 他们会因

应社会环境的变化 , 检讨文化内容能否适应时代 , 
去芜存菁, 并从其它知识传统汲取营养, 更新传统

文化。 
上述观点包含着几个重要的命题。一, 社群与

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社群中的成员(例如: 华

人)对其最广为流传的知识传统(例如: 中华文化)
有 着 不 同 程 度 的 认 识 , 也 有 着 不 同 程 度 的 认 同

(Chiu & Chen, 2004; Wan et al., 2007; Wan & Chiu, 
2009) 。当人们认同其社会中的主流知识传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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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会作出那种知识传统要求的行为。可是, 当人们

不认同其社会中的主流知识传统时, 他们便只会在

感到有文化压力时, 才会作出那知识传统要求的行

为(Chiu & Kim, in press)。例如: 在华人社会占主流

的中华文化, 要求人们在表现自己时中和谦厚。认

同中华文化的华人, 不管在人前人后, 都能做到不

亢不卑。可是不认同中华文化的华人, 却只会在十

目所视、十手所指的文化压力下表演得温和恭厚。

二, 在同一社群中, 除了最广为流传的主流文化外, 
可能还流传着多个别的文化传统, 这些文化传统与

主流传统或并行不悖, 或互相竞争(Hong, Wan, No, 
& Chiu, 2007)。三, 文化承传是具适应性的。没有

一个知识传统能在所有社会中超越其它知识传统, 
一个在某一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知识传统, 到了另

一个社会, 因为不能适应该社会的环境, 可能找不

到市场(Chiu, Young, & Wan, 2008)。 
多 阶 选 择 论 (multilevel selection theory; 

Heylighen & Campbell, 1995; Sober & Wilson, 1998; 
Chiu & Chao, 2009)特别强调文化承传的适应性。在

生物演化历程中, 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能将自己

的基因复制的物种, 便能更好地生存繁衍。在社会

进化过程中, 人们追求个人的福祉, 能在社会中取

得较多的个人利益, 便更能通过物竞天择的考验。

可是 , 当人们不顾群体利益 , 专注追求个人利益 , 
社会可能会因为个人的自利的行为, 面临集体被淘

汰的危机(Heylighen & Campbell, 1995; Sheldon & 
McGregor, 2000)。例如: 农民与厂商为谋一己之利, 
不顾公众利益, 将三聚氰氨加入牛奶中, 藉此提高

牛奶的含氮量, 短期可以增加个人利润, 但却为整

个工业的生存带来严重危机。 
要处理因个人谋私引起的问题, 社会控制机制

便应运而生。这些机制包括立法禁止损害公众利益

的谋私行为。除立法外, 社会还可以通过外控的社

会文化压力和内化的社会文化价值减少损人利己

的行为。外控的社会文化压力指通过互相监督以预

防 有 人 作 出 损 人 利 己 的 举 动 (Spoor & Williams, 
2007)。内化的社会文化价值指培养人们的公平、

仁义意识, 使人们不愿作出谋私害众的行为。在一

些社会中, 支持内化社会控制的知识传统发展得比

较成熟。在这些社会中, 人们普遍认识社会中的文

化规范, 而且很多人还内化了这些规范, 在人前人

后的表现都不踰矩。在另一些社会中, 支持外控社

会控制的知识传统发展得比较成熟。在这些社会中, 
人们也普遍认识社会中的文化规范, 但很多人只会

在遇到社会文化压力时, 才肯策略性地遵守规范。 
回到自我表现这问题上, 研究显示, 不管在中

国还是北美, 自欺自擂对个人的精神健康都有积极

作用。自欺自擂的人, 只要他们不过度夸大自己的

能力和美德, 都会比不自欺自擂或过度谦卑的人快

乐和健康(Sedikides, Rudich, Gregg, Kumashiro, & 
Rusbult, 2004; Sedikides & Strube, 1997), 并更能有

效率地完成自己的目标(Baumeister & Tice, 1985)。
这些结果说明自欺自擂能强化个人的自主性和能

动性。 
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能包容甚至鼓励个人炫耀

自己的优点。资本主义鼓励人们谋划个人的褔祉, 
反对政府或社群干预市场, 认为只有让市场无形的

手不受干预, 让人们可以自由地追求个人的经济利

益, 社会和经济才能最有效率地运作。因此, 在资

本主义社会中的主流文化, 强调个人主义、强调谋

取利益、也强调个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 并支持能

配合个人自主性和能动性的行为 : 包括自欺自擂

(Chiu & Kim, in press)。 
当然, 在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中, 也要处理因

谋私而损害公众利益的问题。如前所述, 可以用来

处理这问题的社会控制机制包括立法、互相监察和

内化文化价值。在资本主义国家, 立法干预市场是

非不得已绝不采用的下下招。互相监督是通过家

人、亲友、邻居和同事们互相监督、预防和检举因

追求私利危害公众利益的行为。在传统农业社会中, 
人口密集 , 人们聚居在一小块土地上 , 守土重迁 , 
居住与职业流动性都偏低, 互相监督是成本效益较

高的社会控制机制。可是, 在人口密度低、居住与

职业流动性高的欧美资本主义社会中, 要有效地推

行互相监督制度十分困难。因此、在欧美资本主义

社会中, 特别倚赖内化文化价值来降低因追求私利

伤害他人利益的行为。这些社会倡导公平、人权、

和平等机会, 强调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 必须

公平地对待他人, 不能侵犯别人的基本人权和追求

个人福祉的机会(Dworkin, 1977)。 
中国的农业和工业社会也非常重视生产和发

挥个人的能动性。但由于中国人口稠密, 劳工价格

较低, 较适宜采用劳工密集的生产模式。此外, 为

了避免失业问题造成的社会不安, 劳工密集的生产

方式, 成为了中国经济生产的主流方式。在劳工密

集的经济体系中, 人与人间有紧密的互倚, 个人的

行为对社群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会较大, 维持社

群中的和谐合作关系更形急切。因此, 在不损害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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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动性的前题下, 中国社会强调人际和社群间的

和谐, 一方面鼓励人们积极上进, 一方面压抑个人

因过度嚣张地突出自己的优点而破坏和谐。因此, 中

国的主流知识传统, 一方面强调人们要有自信, 在私

底下, 要相信自己有良好的素质和能力, 因为这份自

信能提高人们积极上进的能力。另一方面, 也强调在

公众场境中, 人们虽然不必低贬自己的价值, 但却要

表现得敦厚谦恭, 不亢不卑(Chiu & Yang, 1997)。 
因此, 中国社会面对的社会控制难题, 是如何

在不降低损害个人自信的前题下, 让人们在公众场

合中 , 抑制褒扬自己的倾向。由于中国人口密集 , 
居住和职业流动性较低, 互相监督成为了成本效益

较高的社会控制机制。人们在社会生活中, 互相监

督、互相提醒、确保社群中的人不会作出越轨的行

为。互相监督可能演变为集体惩罚文化: 在这文化

中 , 人们互相举报不轨的行为 , 甚至惩治疏漏职

守、没有举报亲邻不轨行为的人 (Chiu & Hong, 
1992)。有时, 集体惩罚文化还会被制度化, 中国古

代封建法律制度中的连坐法, 便是集体惩罚制的极

端例子。简言之, 中国的特殊社会环境, 促成了一

种颇具特色的文化传统 , 在鼓励发挥个人能动性 , 
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 也重视集体主义和社会和谐, 
不鼓励人们因褒扬自己的长处而惹起公众的非议。 

上述的分析, 已得到多项研究结果支持: 
1) 在文化价值的比较研究中 , 综合过去数十

年的研究结果, 中国社会比美国社会较重视集体主

义 , 而 美 国 社 会 则 比 中 国 社 会 较 重 视 个 人 主 义

(Oyserman, Coon, & Kemmelmeier, 2002)。 
2) 在自我调节上 , 和美国社会相比 , 中国社

会较重视满足社群对个人的期望。别人的期望, 也

是 中 国 社 会 趋 人 克 己 守 礼 的 动 力 (Chiu, Dweck, 
Tong, & Fu, 1997; Chiu & Hong, 1997; Hong, Ip, 
Chiu, Morris, & Menon, 2001; Wang, Wiley, & Chiu, 
2008;)。反之, 和中国社会相比, 美国社会更重视公

平、人权和平等机会。这些文化价值也是在美国社

会中调节个人行为的重要社会控制机制(Chiu et al., 
1997; Hong et al., 2001) 。 

3) 在自我调节的动机上 , 中国社会和美国社

会 都 强 调 争 取 得 益 (promotion) 多 于 避 免 损 失

(prevention), 说明发挥个人能动性、争取得益在中

美都很重要。可是, 和美国社会相比, 中国社会较

重 视 避 免 损 失 , 较 不 重 视 争 取 得 益 (Chen, Chiu; 
Roese, Tam, & Lau, 2006; Lalwani et al., 2009; Zou, 
Tam, Morris, Lee, Lau, & Chiu, 2009)。这说明中国

社会较重视争取得益和避免损失两者间的平衡。 
4) 低居住流动是集体主义形成的原因: 集体

主义在居住流动高的地区比在居住流动低的地区

较受重视(Oishi, Lun, & Sherman, 2007; Oishi et al., 
2007)。 

5) 高人口密度和低职业流动是人们重视满足

社群对个人期望的原因: 和在人口密度低的地区相

比, 在人口密度高的地区, 人们较重视满足社群对

个人的期望(Gelfand, Nishii, & Raver, 2006)。此外, 
和在职业流动高的地区相比, 在职业流动低的地区, 
人们较重视满足社群对个人的期望(赵志裕、区颖

敏、陈静, 2008; Chen, Chiu, & Chan, 2009)。 
6) 集体惩罚在中国社会较在美国社会流行。

而且, 在中国社会, 人们支持集体惩罚其中一个原

因是, 他们觉得人们有责任和能力防止亲邻作出伤

害群体利益的行为(Chao, Zhang, & Chiu, 2008)。 
7) 尽管在调查中 , 中国被试比美国被试较少

强调自己的优点, 但他们和美国被试对自己有同样

积极的情感, 说明美国被试心口如一地觉得自己有

很多优点, 而中国被试虽然嘴上不承认自己有很多

优点, 但心里对自己还是很有自信的(Cai, Brown, 
Deng, & Oakes, 2007)。 

8) 尽管在调查中 , 中国被试比美国被试较少

表示自己有优点, 但他们和美国被试同样激烈地否

认自己拥有缺点(Kim, Chiu, Peng, Cai, & Tov, in 
press; Kim, Peng, & Chiu, 2008)。这说明虽然在中国

被试不在调查中表达自己的优点, 但他们也不承认

自己有缺点。中国文化规范中不亢不卑的自我表现

模式, 不容许人们褒扬自己的长处, 但也不鼓励人

们贬低自己的价值。 
9) 当需要公开地告诉别人对自己能力的期望

时, 中国学生比美国学生谦逊。可是, 当在完全匿

名的情况下报告对自己能力的期望时, 中国学生并

不比美国学生谦逊(Kim et al., in press)。这些结果

说明, 美国被试在人前人后都对自己有积极的评价, 
而中国被试在人前表现谦逊, 但心底下却对自己很

有自信。 

4  中美文化在社会赞许反应背后的
社会动机历程 
以上的分析有助了解中美被试在社会赞许反

应上的差别。美国社会鼓励人们褒扬自己的好处, 
而社会规范也不要求人们在表现自我时谦逊, 加上

人们需要自信作为追求个人利益的动力。因此,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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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被试较中国被试更容易忽略自己真实的能力和

素质, 一厢情愿地相信自己有很多过人之处, 在调

查中不经意地夸大了自己的长处。因此美国被试在

调查中的自欺自擂得分较中国被试高。 
近期的研究结果支持这观点。当研究者测量和

利 用 统 计 方 法 剔 除 人 们 对 争 取 利 益 的 关 注

(promotion focus), 文化间在自欺自擂反应定势上

的差异便拉近了。如果美国被试是因为缺乏自知之

明才不经意地自吹自擂, 不管他们在公开还是绝对

匿名的场合中评估自己的能力, 他们也会同样激烈

地夸大自己的能力。研究结果完全符合这预测。当

然, 不是所有美国人都缺乏自知之明的。私我意识

(private self-consciousness)高的被试 , 倾向经常反

省自己的能力、态度和素质, 他们比较清楚自己的

长处和短处。私我意识较高的被试, 不论他们的文

化背景, 自欺自擂的倾向也偏低。反之, 倘若被试

的私我意识较低, 自欺自擂倾向的文化差异便很大

了(Lalwani et al., 2009)。 
在中国社会, 人们要平衡个人积极性和社会和

谐 , 一方面追求个人得益 , 另一方面避免失却和

谐。因此, 在公开回答调查问题时, 中国被试会重

视管理自己给调查员留下的印象。因此, 和美国被

试相比, 中国被试在调查中印象管理得分较高。一

旦研究者测量并用统计方法剔除被试对避免损失

的关注(prevention focus), 文化间在印象管理的差异

便减弱了。此外, 人们有不同程度的公我意识(public 
self-consciousness), 也就是留意别人对自己评价的倾

向。在公我意识较强的被试中, 文化间在印象管理的

差异特别彰显。在公我意识较低的被试中, 文化间在

印象管理的差异并不显著(Lalwani et al., 2009)。 
为了平衡个人积极性和社会和谐, 中国社会的

主流文化规范提示人们在表现自己时要不亢不卑。

与这一文化期待相符, 在调查中, 中国被试不会赞

同像“我很能干”这类积极的自我描述, 但却会激烈

反对像“我很不能干”这类消极的自我描述。最后, 
在无损社会和谐的情况下, 中国主流文化容许人们

肯定自己的能力。纵使在公开场合中, 中国被试大

多不会褒扬自己的能力, 但当作匿名回答时, 很多

中 国 被 试 也 会 像 美 国 被 试 一 样 肯 定 自 己 的 能 力

(Kim et al., 2008; in press)。 

5  采用传统研究设计和统计方法来
控制社会赞许反应的困难 
在处理文化间在社会赞许反应的差异时, 跨文

化研究者常用的两种方法为实验控制和统计控制。

实验控制是通过实验操纵, 降低被试作社会赞许反

应的动机。这类型的方法包括让被试作匿名回答, 
或修改题目, 降低题目内容的社会赞许程度。这类

型的方法假设社会赞许反应是一种可受控制的反

应: 被试会因应实验处境和题目内容作出较强或弱

的社会赞许反应。这种假设适用于印象管理, 但却

不适用于自欺自擂。因此, 实验控制可以减弱中国

被试的印象管理倾向, 却不能降低美国被试自欺自

擂的倾向。 
统计控制是通过测量和使用统计方法剔除社

会赞许反应造成的影响。这类型的方法假设社会赞

许反应是测量上的噪音 , 而统计方法就像隔音墙 , 
能将噪音隔离。可是, 以上的分析显示: 文化在社

会赞许反应的差异, 反映出在不同社会环境中, 人

们在相应的文化规范下, 以不同的自我呈现方式来

支持他们追求个人目标的动机。这些社会、文化与

个人的对话正是研究文化与心理间关系的核心课

题。用统计方法将这些历程从被试的反应中滤除后, 
所作的跨文化比较便只有微弱的文化意义了。因此, 
我们反对将文化间在社会赞许反应的差异视为跨

文化研究中的噪音。相反地, 我们认为跨文化研究

者应慎重地分析社会赞许反应的社会文化意义, 将

社会赞许反应作为一个窗口, 管窥社会、文化与行

为相生相成的关系。 
传统的实验控制和统计控制方法无法处理跨文

化研究中社会赞许反应造成的混淆。可是, 如果研

究的目的不在评估在不受社会赞许反应“污染”的文

化差异, 而是在考察在中国社会或西方社会中, 当

人们不关注个人反应的社会赞许性时会作出那种行

为, 传统的实验控制和统计控制方法仍是有效的。

例如, 要了解当中国人不关注社会赞许时会有多愿

意捐款账灾, 研究者可以测量和用统计方法剔除印

象管理对捐款意愿的影响, 或让被访者在匿名的场

境中回答问题, 以降低被访者的公我意识。如要了

解当美国人不关注社会赞许时会有多愿意支持环保, 
研究者可以测量和用统计方法剔除自欺自擂对支持

环保意愿的影响, 或让被访者在回答问题前反省自

己的信念和态度, 以提高被访者的私我意识。因此, 
本文中提出论点, 对处理在中国(或西方)社会中因

社会赞许反应造成的混淆, 也有重大的启示。 

6  未来的研究方向 
以上的分析, 彰显了文化、社会和行为三者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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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生相克的关系。正如赵志裕与康萤仪(2009)在《文

化社会心理学》一书的序言提出:“为了在物竞天择

的进化历程中提高自身的适应能力, 人们创造了文

化。此外, 人们也利用文化满足个人的心理需要。

因此, 文化为人们服务。为了約束人们因追求私利

而作出危害社群的活动, 人们制礼作乐, 通過文化

规范, 把社会中各等级的权利、义务制度化。因此, 
文化也为社会服务。因为文化役於社会和个体的的

需要, 而文化的创造与繁衍又必须依賴人们的社会

活动和社会制度完成, 文化便受到社会和个人心理

需要的制约。同时, 社会也会透过文化承传约束个

体的行为。” 
由于文化承传是社群生活和制度的产品, 也是

人们在生活中经常不期然采用来作思考和处理生

活问题的知识传统(赵志裕, 康萤仪, 2009), 当社会

变迁出现或外来文化传入时, 本来并不普遍的社会

控制和自我调节机制渐渐进入主流, 文化的内容和

人们的思行也可能出明显的转移(何友晖, 彭泗清, 
赵志裕, 2006)。例如, 在近代中国, 劳动市场已续

渐自由化, 由中央分配工作的制度被渐渐淘汰, 工

作流动性提高了, 法治制度渐渐稳固, 互相监察的

社会控制机制的功效也渐渐降低。在这期间, 人们

可能开始不很重视印象管理, 社会中也开始多了自

欺自擂的行为(Chen et al., 2009)。因此, 未来对文

化与心理的研究, 除了比较不同文化中的行为表现

外 , 亦应留意社会变迁对社会和行为造成的影响

(赵志裕, 区颖敏, 陈静, 2008)。由于社会变迁对城

市的和农村(Chen & Chiu, in press)和对不同社会阶

层(Chaturvedi, Chiu, & Viswanathan, 2009)造成的

影响不一致, 在研究社会变迁对文化与行为的影响

时 , 城乡间的差异和阶层间的差异也是不容忽视

的。我们在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 可供关注这些课

题的同仁叁考。 

7  结论 

社会赞许反应的问题除了是一个研究方法上

的问题, 也是一个应如何建构文化科学的问题。在

跨文化研究中 , 研究者假设文化在人们心中烙印 , 
一个社群的平均反应, 代表着这个社群的主流文化

价值和取向。因此, 通过比较不同文化, 便会发现

文化的心理影响。“沔彼流水, 其流汤汤。”这思潮

一直影响着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范式。 
可是, 这观点忽略了人们在生活中追求个人福

祉的愿望, 忽略了文化的主要社会功能在调节个人

追逐私利的行为, 也忽略了人们面对文化压力时会

采用的应对方法(Chiu & Hong, 2005)。例如: 人们

会通过肯定自己的优点加强追求个人福祉的动力。

社会中的主流知识传统会按环境的需要鼓励或压

抑褒扬自己的倾向。当社会中的主流知识传统压抑

褒扬自己的倾向时, 人们便需要菅理自己给别人的

印象, 将自己恭顺的一面表达出来, 并找寻适当的

方法(拒绝作自贬的自我陈述)或时机(在匿名作答

时)肯定自己的优点和强处。 
我们提出的研究进路, 强调人们在表现自己时, 

会将个人和社会要求一起考虑 , 主动与文化对话 , 
而不会被动地接受文化的影响。这种研究进路也将

跨文化心理学与社会科学中的文化进化论和主流

心理学中的社会动机论联系起来。“沔彼流水, 朝宗

于海。”百川以海为宗, 我们期待跨文化心理学这条

分流, 能滚滚流入行为科学的知识海洋, 创造出一

门波澜更壮阔、影响更深远的文化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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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dealing with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in socially desirable responding, researchers often employ 
experimental and statistical control to isolate and eliminate the impact of socially desirable responding in the 
data. In this article, we offer a different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socially desirable responding i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In a review of the pertinent research literature, we posit that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in 
socially desirable responses may reflect how people in different social conditions and their attendant cultural 
expectations develop different ways of expressing their self to support their personal strivings. This active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society, culture and personal strivings is a defining issue in culture and psychology 
research. Artificially excluding the variance symptomatic of this process with experimental and statistical 
controls from cross-cultural data will generate results with little cultural significance. Therefore, we recommend 
against treating socially desirable responding as noise i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Instead, we encourage 
cross-cultural researchers to seriously consider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meanings of socially desirable responding, 
and use this phenomenon as a window to grasp the reciprocal influence of society, culture, and individual 
psychology. 

Key words  socially desirable responding; cross-cultural research; self-deceptive enhancement; im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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